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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莎士比亚   《李尔王》   弄人   爱   嘲讽

当我们谈论莎士比亚剧作《李尔王》中的人物，我们会想到老国王李尔、他的女儿考狄利娅、老臣肯特，以及爱德伽两兄弟等等。熟悉该剧的人，也会提起其中李尔的弄人。这个滑稽可爱的形象，在剧中穿插地出现，给这部阴云密布的悲剧，添上了些许欢笑的阳光。
然而，这个由莎士比亚在改编传说时创造的角色，却未真正引起许多人的重视。有关《李尔王》的众多著作，鲜有论及弄人；即便涉及，其文字也不过寥寥数语，极少有深入的分析阐述。但在剧中，弄人几乎始终陪伴在李尔身边，即使在暴风雨中亦不离不弃，出场时间不可谓短；他的话语乍看之下滑稽而荒诞，稍加品读便可知并非浅薄无聊，也并非不是暗藏玄机——显然这绝不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
那么莎士比亚为什么会在该剧的创作中加入这样一个角色？弄人的话语是纯粹的插科打诨，还是真的别有深意？这样一个本是喜剧人物的角色出现在悲剧作品中，是否降低了悲剧的艺术性？如果不是，那么他对于《李尔王》这部剧作又有怎样的艺术价值？

1、 何谓弄人
在《李尔王》中，弄人没有自己的名字，从头至尾他都只是被其他人叫做“傻瓜”（fool）。我们从该剧的情节中可以知道，这个人物其实就是李尔的弄臣，英语中通常叫做fool或jester，剧作的原文中使用的只有前者。由于后者只有“弄臣”一个含义，我们可以对其忽略不记。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第6版）对于fool的解释有三条，第一条即为通常意义上的“傻瓜”。紧接着的第二条为：
“旧时国王或王后豢养（通过说笑、唱歌等）供人娱乐的小丑，弄臣。”

在《牛津英国文学辞典》（第6版）中，对于这个词则从文学史的角度作了包括上述解释在内的，更加详尽的介绍：

 “（弄人是）一类出现在多种英国戏剧中的角色，最引人注目地要数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剧作家作品中（出现的弄人）。该角色来源多种多样，包括从中世纪的宫廷弄臣到‘愚人飨宴’（The Feast of Fools）上被推选出的小丑。他在莎剧中拥有众多的形象……被允许以言语展现自己的智慧，不论所说的话有多讽刺和多无礼……” 

由此可见，中世纪欧洲宫廷弄臣等是包括莎剧在内的英国文艺复兴戏剧里同名角色的由来，这类角色也往往被称作丑角。《李尔王》中的弄人无疑属于这一类。而《莎士比亚名称辞典》（The Shakespeare Name Dictionary）在解释这个词时，则完全围绕《李尔王》中的弄人来展开。
同时这本辞典也提到，当时许多的fool是所谓的“聪明傻瓜”（wise fool）。
从上述引用的词条释义中，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关于弄人所属的角色——宫廷小丑的两个基本特点。他们多来源于中世纪欧洲宫廷职业小丑；他们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说笑、唱歌等滑稽表演供人取乐逗笑；这些小丑多是所谓“聪明傻瓜”，拥有有限的言论自由，可以较为随意地批评他人而免受责罚。通过阅读剧本可以看到，李尔的弄人也具有上述的特点。那么丑角是如何登上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舞台，又经历过怎样的发展历程的呢？
2、 莎士比亚前的丑角
事实上，丑角在莎士比亚之前，甚至在英国文艺复兴戏剧之前，就已经出现在欧洲戏剧的舞台上了。在关于古代希腊人宴饮娱乐的记述中，就已经出现专逗宾客发笑的职业小丑。豢养小丑的习俗在希腊神话中已有所体现。《笑的历史》
中提到，火神赫淮斯托斯曾经做过诸神宴饮的侍者。由于天生残疾，他的行动不便引起了赴宴诸神的哄堂大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一个不起眼的忒耳西忒斯也值得我们注意。这个出现在第二卷的人物面对阿伽门农对众军士的试探，大胆地站了出来对他予以毫不客气的咒骂。他的主要特征是“多嘴快舌”“骂骂咧咧”，并且“满脑袋的颠词倒语，不时/语无伦次，徒劳无益地和王者们争辩，/用词不计妥适，但求能逗引众人开怀”——这些都体现出了一个职业小丑的特点。荷马对忒耳西忒斯的形象极度贬低，然而尽管如此的默默无闻又招人讨厌，忒耳西忒斯却是欧洲文学中首个职业小丑的形象。
随着戏剧在古希腊逐渐出现，丑角也逐渐作为一种典型的喜剧角色登上了戏剧舞台，到罗马时代则更趋成熟。
但是进入中世纪之后，欧洲的古典戏剧日渐衰落，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城市的兴起，市民文化形成，大众戏剧才再度兴盛。这一时期，英国与西班牙的戏剧最为繁荣。

当时流行于英国的道德剧中，产生了一种类似于丑角傻瓜的形象的角色：罪恶（the vice(s)）。《牛津英国文学辞典》指出，这种角色是“作为一个邪恶的人物被引入某些幕间剧及随后的道德剧中的小丑或傻瓜”
，并且被视作某种“顽皮的魔鬼形象”（the mischievous devil figure）
。其中较为有名者，是道德剧《七宗罪》（The Seven Deadly Sins）中的“罪恶”形象。从产生及角色自身的特点来看，这种概念化的丑角与古典喜剧中的丑角没有什么联系。然而这种将反面角色喜剧化的做法，无疑可以降低观众的厌恶情绪，甚至凭借其滑稽与蕴含的聪明机智进而赢得观众们的喜爱。后来英国文艺复兴的戏剧中，也确实出现了类似的品德不佳，却深受喜爱的丑角形象，最著名的无疑便是福斯塔夫。

而正如在前一部分中提到的，这一时期英国宫廷所豢养的职业小丑，无疑也是英国戏剧中这种丑角形象的产生的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2000年版的《剑桥插图英国戏剧史》中提到，亨利八世时期的小丑已经明确地区分为“天生的”和“假扮的”两种，后者即所谓的“聪明傻瓜”。备受宠爱的弄臣威尔·萨默斯（Will Somers）即属于后者。这些小丑也会参加某些宫廷戏剧的演出，并且就在其中扮演自己本身的职业。戏剧中的丑角形象由此日渐丰富，轮廓也越来越清晰。当他们出现在城市剧场的舞台上时，便随之产生了专门饰演此类角色的演员。

普遍认为，理查德·塔尔顿第一个把真正意义上的丑角带上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戏剧舞台。他从1583年起在女王剧团演出直至去世，据说是道德剧《七宗罪》的作者。甚至有人认为，他就是《哈姆莱特》中小丑郁利克的原型。而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则拥有另外两位著名的丑角演员：威廉·坎普和罗伯特·阿尔明。由于与前期相比，后期作品里的丑角被要求严格按照剧本的要求演出
，因而更加擅长思考和富有智慧的笑话，性格也相对忧郁的罗伯特·阿尔明，更加适合后期作品里的丑角形象。
许多学者提出，1599年阿尔明加入环球剧场后，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多个丑角，都是为其量身打造的，如《第十二夜》、《李尔王》中的小丑等等。

这样，经过长期的发展，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舞台上形成了既延续欧洲戏剧传统，又具备自身民族特点的丑角类型。紧随潮流又善于创新的莎士比亚在经过早期的探索，并在中后期喜剧里创造出试金石（《皆大欢喜》）、费斯特（《第十二夜》）等个性鲜明的弄臣后，李尔的弄人便作为第一个真正出现在悲剧作品中的宫廷小丑形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3、 不是父子胜似父子：弄人与李尔
《李尔王》的故事源自英格兰的古老传说。在莎士比亚之前，英国文坛上已经流传多个该故事的版本，并且也有以这个传说为蓝本创作的同名剧。这些故事和剧作无疑对莎士比亚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霍林西德的编年史中对这个传说有较详细的叙述，而考狄利娅的名字则来自斯宾塞的《仙后》。与之前所有作品的大团圆结局不同，莎氏将这个故事改成了一出悲剧，为其赋予了具有普世价值的主题思想。弄人这个人物，也是莎士比亚的独创之一。
但是这个人物则连同剧作本身，曾经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尤其受到后来新古典主义者们的责难和篡改。最为有名的是内厄姆·塔特于1681年改写的版本。这个版本符合了新古典主义的审美要求，原剧令人惊叹的悲剧效果和主题思想，却在这个改写本中均遭到了否定，弄人的角色也被删去。按照今天的观点，改写本对于原剧的艺术价值无疑是个重大的损害，但它却代替原作占据英国戏剧舞台达150年之久。直至19世纪40年代，弄人的角色才得以重回舞台。

莎士比亚为弄人的出场可谓做了相当的铺垫。其他剧中的小丑在出场的时，都不经任何人物介绍而直接登场，并且一上台就开始了与其他人的细小互动，或是如忒耳西忒斯般不无恶毒的咒骂。但在《李尔王》中，弄人还未登场，我们就先看到了李尔对他的呼唤，还称弄人为“我的孩子”（my knave）
。从李尔的骑士的话中，我们也知道了弄人的心情：“自从小公主到法国去了以后，这傻瓜老是郁郁不乐。”
这个人物还未出场，莎士比亚就已经为观众交代了他与李尔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弄人对考狄利娅充满敬爱，并因为她的离去而不快，实则已经暗示弄人出场后会围绕李尔轻信两个大女儿而赶走考狄利娅做文章；李尔则对弄人喜爱有加，时常让其陪伴在自己身边，从他外出一回来就呼唤弄人也能看出他喜爱弄人的程度之深。这段浓墨重彩的铺垫，已经为我们预示了弄人的与众不同。
刚一登场，弄人就开始了他作为一个小丑的拿手好戏。他先后提出要把自己的鸡头帽送给肯特和李尔。他毫不客气，却也不乏善意地讥讽了肯特此时要来服侍李尔的做法。在弄人看来，这在一般人无异于自讨苦吃，是一种执着得近乎愚蠢的行为，只有傻子才做得出来，却也执着得让人敬重。当然，不能认为弄人此时已认出了面前的乔装打扮者就是肯特，但毋庸置疑的是弄人从一开始就看清了李尔把一切权力交给两个女儿后已经彻底失势，变得一无所有的现实。这更是一种绝对的愚蠢，但身为小丑的弄人自然不会直言其实。他提出希望自己“有两顶鸡头帽，再有两个女儿”
，以便可以在一无所有时还保留这一愚人的象征，来提醒李尔其行为的愚蠢，从而委婉地达到批评李尔，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目的。
弄人始终在用这种办法，通过看似荒诞不经实则暗含嘲讽的话语，希图唤起李尔对于自身愚蠢行为的清晰认识。他关于鸡蛋与王冠的比喻，则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李尔的愚蠢。李尔放弃了真正的王权的金冠，把一切交给高纳里尔和里根，自己只保留国王的称号。就像吃完了鸡蛋的蛋清和蛋黄，剩下无用的蛋壳也能肖似两顶王冠——李尔自以为留下了的国王称号就如同这两个蛋壳一般没有任何意义。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在弄人眼里，李尔已经把女儿“当作你（李尔）的母亲”
，但高纳里尔这样的继承人是只知道满足私欲而并非真正地孝顺父亲的。因此在取得父亲的权力和财富之后，她必定不会再对他曲意逢迎。
但是李尔此时仍沉浸于两个大女儿十分孝顺自己的幻想当中。长期身居万人之上的生活，加上年纪老迈，我们看到的李尔十分刚愎自用。他不仅已将为考狄利娅说情的肯特驱逐出境，而且到这时仍将弄人的言语看作是愚人的疯话，认为“垃圾里是淘不出金子来的”
。表面上看，弄人（fool）只是一个小丑，总被当作傻瓜（fool，如其字面意思所对应），说的话自然不足以当真；而李尔是曾统治一方的国王，应当充满智慧与威严。然而作为观众或是读者，我们非常清楚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诱人的傻瓜》中对此的评述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
“弄人的‘傻’是行为上的傻，是自觉的傻，是为了对李尔的爱尔甘愿付出的牺牲；李尔的‘傻’确实心智上的傻，是不自知的、真正的傻——意识不到自己的愚蠢，又不肯相信傻瓜的话，说什么‘垃圾里是淘不出金子来的’，这才是李尔真正的悲哀。”

面对李尔的执迷不悟，弄人此时的嘲讽逗笑还没有真正起到效果。弄人显然对此感到苦恼，并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他跟李尔抱怨，让李尔“去请一位先生来，教教你的傻瓜怎样说谎吧；我很想学学说谎。”
自然，弄人并非不会说谎，但是他不愿虚情假意地逢迎李尔，或是用无关痛痒的笑话使李尔忘记当下的处境。相反，他时时冒着被李尔及其他人训斥和责罚的危险，始终在努力促使李尔正视真相，执着地用自己的假傻去驱走李尔的真傻。
在剧本中，我们时时可以发现这种危险的存在。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不管弄人的话披着多么滑稽逗笑、荒诞不经的外衣，其中的辛辣总是显而易见。弄人自己的话也最能表现出这种危险：
“我不知道你跟你的女儿们究竟是什么亲戚：她们因为我说了真话，要用鞭子抽我，你因为我说谎，又要用鞭子抽我；有时候我话也不说，你们也要用鞭子抽我。我宁可做一个无论什么东西，也不要做个傻瓜；可是我宁可做个傻瓜，也不愿意做你，老伯伯。”

在莎氏的其它剧作里，类似的例子也不鲜见。例如《第十二夜》中，令人敬爱的奥丽维娅在费斯特刚一登台就威胁说要将他驱逐。可见弄人的话实际代表了那个时代所有宫廷小丑一种共同的心声，并且反映了这些人地位低贱的实质。不过话虽这样说，弄人并没有真正地挨鞭子，他面临的威胁也始终停留在口头上。这离不开当时贵族统治者对于宫廷小丑的一种基本认识。宫廷小丑最早是真正的智障者或是残疾人，多不具备常人的思维能力。即便日后出现了所谓“聪明傻瓜”，在贵族们看来，小丑们的言语无论多么无礼和讽刺，毕竟是以一种滑稽、玩笑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些话语由于表面上的怪诞和荒唐，往往被当作愚人的疯话，是不需要也不应当用认真的态度来对待的，否则便可能显得自己与傻瓜无异。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李尔开始会说“垃圾里是淘不出金子来的”这样的话，而高纳里尔等人即使一再被弄人讥讽也不曾真正惩罚后者。贵族们的这种认识逐渐形成习惯，实际上为弄人们赋予了一种无形的保护，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有限的特权：可以较随意地臧否讽刺他人，用逗笑的方式说真话而免遭肉体上的惩罚。这就是《牛津英国文学辞典》里说的，弄人“被允许表现自己的智慧，不管是以多么无礼多么不尊敬的方式”。即便如此，这种特权仍不能改变弄人的卑贱地位，但是弄人依旧坚定不移地追随和陪伴李尔，通过各种方式警醒老国王，更不惜直接点破现实。从弄人自身来讲，他这样做绝不是没有深层的内在动机的。
我们知道，李尔非常地喜爱弄人，以致把弄人叫做自己的孩子，到哪儿几乎都让弄人陪在自己身边。这一方面是由于弄人的插科打诨使得李尔暂时忘却烦恼得到娱乐，也由于弄人的笑话中确实不乏连珠的妙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弄人时时对李尔表现出一种亲切感，他的话里也包含了一种真情实感。弄人的特殊身份使他可以接近李尔，却又不像其他人一样把李尔视为高高在上的国王。他称李尔为“老伯伯”（nuncle），而且话语中从来没有逢迎谄媚，由始至终真诚相待。更重要的，他懂得李尔的内心，明白他的处境，明知前路艰险依然自愿地紧随李尔。这可能让我们想到肯特也始终跟随和陪伴李尔。但是如果说肯特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个老臣对失势国王的耿耿忠心，那么弄人的动机就要比肯特更加深沉。这是一种真诚的对李尔的爱。正是这种摆脱了一切虚伪和戒备的关爱，类似于相依为命的父子之间的真情实感，使得弄人能够自发地跟随李尔，表现出高度的忠诚——这是肯特所不能及的。《诱人的傻瓜》中认为，“弄人和李尔之间的爱，是建立在相互关心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并不是哪一方对另一方的愚忠……他和李尔之间深沉的爱，造就了他的忠诚与奉献。”
这种绝对的忠诚和奉献伴随在李尔左右，始终力图维护李尔的利益，并且对李尔两个忘恩负义的女儿表现了毫不客气的蔑视。在弄人看来，高纳里尔和里根“就像野苹果和家苹果一样相像”
，根本不值得信任。而他的这种爱和忠诚，也发挥了它的作用：李尔在现实的打击和弄人的点醒之下，终于逐渐清醒过来，不但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也走上了更高的精神台阶。
李尔开始的时候一度十分昏聩，轻信两个虚情假意的女儿而对自己寄人篱下可悲的处境视而不见。他对于弄人把自己比作跟弄人一样的傻瓜感到不解，亦未曾尝试去理解。然而随着高纳里尔狰狞丑陋的嘴脸逐渐暴露，受到虐待的李尔也才一点点看清了女儿的真面目。大女儿对自己的不敬和无情，令李尔想到了弄人的嘲讽，并且开始质疑自己的身份，首次发出了“我是什么人”
的质问。他的思想开始慢慢向弄人靠近，当弄人问他为何北斗七星只有七颗星的时候，他给出了“因为它们没有第八颗”
的回答。李尔思想的脚步渐渐与弄人的趋于一致。待到李尔在自己的二女儿处碰壁，更遭到高纳里尔和里根的同时拒绝乃至驱赶，盛怒之下走向暴风雨在即的荒原的时候，他最终理解弄人的思想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暴风雨中的一段可谓是全剧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场景。在有关的几场中，我们既看到了自然界中冰冷狂怒的暴风雨，也看到了激烈冲撞李尔内心的暴风雨。从他在暴风雨中登场后的三段话里，我们先后看到了他对内外两场风暴的呈现、对女儿忘恩负义行为的控诉，进而上升到了对于人类一切险恶罪行的控诉。这些罪行是如此巨大，以致李尔老迈的肉身显得这样渺小无力，唯一可做的只有“闭口不言”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见了李尔精神力量的逐渐成长。他在内心当中开始感受并且认识到了众生的疾苦，为此发出了悲愤的呼号。三幕六场中那场李尔幻想的正义审判足以催人泪下，当后面李尔在疯狂中说出的“当我们生下地来的时候，我们因为来到了这个全是些傻瓜的广大的舞台之上，所以禁不住放声大哭”
这样的道理时，我们更会感到无法驱散的心痛。我以为，李尔此时对黎民疾苦、对人生荒诞的同情，其主要的价值并非如一些观点主张的那样，体现出李尔真正地在意于此。我更加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李尔意在控诉世间的罪恶，控诉这些罪恶对于人性的摧残，并且突显自己胸中喷薄欲出的怒火和悲愤。但不可否认，随着思想意识的提高，走向疯狂的李尔已经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处境，真正地理解了弄人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则渐渐超越了其他人，成为受到众多莎剧研究者所盛赞的思想巨人。在临近疯狂的时刻，李尔不顾肯特的规劝，却首先想到，并且只想到了弄人。直到此刻，李尔不仅才真正地理解了弄人，也才真正地把弄人引为知音。关于这部分，《诱人的傻瓜》说道：
“在意识和情感转折的重要关头，李尔呼唤着傻瓜，也只呼唤傻瓜，似乎傻瓜是他的一根最后的救命草。其实不然，弄人对李尔的困境和磨难从来都没有也无法提供任何实际的帮助。真正的原因是，只有在此时此刻，众叛亲离的李尔才真正明白了傻瓜，理解了傻瓜，从内心里接受了傻瓜的逆耳忠言，把傻瓜引为知音……”

这种观点明确地指出了李尔此时对于弄人的真正理解。但是该书作者的观点也不无偏颇之处。在作者看来，弄人的职责就是通过他的调笑逗乐点醒李尔，而后者也正是由弄人最终点醒从而认清自己的处境并走向了更高的理智。但是通过细读剧本可以看到，李尔在第三幕之前从未真正对弄人的话表示过赞同。第一幕里的李尔把弄人的话完全当作了无关痛痒的玩笑，这使得弄人不由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苦恼；到了第二幕，弄人只有两段稍长的话，后一段主要是讽刺肯特的不明事理，前一段则仍是暗示李尔女儿对父亲嫌贫爱富。尽管李尔在弄人的这段带有歌谣的话后终于发怒，但是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认为，引起李尔怒气的不是弄人的话——他的话最多只是概括了肯特的，并没有交代实质性的内容；真正让李尔发怒的是肯特解释自己被枷的原因引出了里根同样的不敬和忘恩。李尔最终认清了自己的处境，是由于与两个女儿一次次令人心酸的冲突。女儿们掩藏在冠冕堂皇理由下的虐待，使得愤怒的李尔陷入了绝境，而且在绝望当中走向了精神崩溃，又在崩溃后的疯狂中获得了更高层次的理性。因此，可以说弄人的逗笑和点醒是促使李尔觉醒的重要因素，但是将他的作用一味拔高就显得不够合理了。不过，弄人在剧中正是时刻环绕在李尔的昏聩愚蠢周围的真知，对于最终唤醒李尔自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这也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的。
在弄人与李尔之间，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诱人的傻瓜》认为，弄人必须“对李尔的疯狂负责”
。这是不无道理的，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弄人并不是使李尔走向疯狂的决定性因素。随着情节的发展，李尔开始接受弄人在思维上的引导，并且按照其引导达到了更深层的思考与认识。我们仍旧不能不注意到暴风雨中李尔的登场。他的前三段话与弄人此时的歌谣及话语可谓相辅相成。当李尔呼唤风雨的狂暴且与之对抗时，弄人相应地提示了暴风雨对人的无情摧残（此处弄人也提醒了观众李尔和他的处境是多么悲凉）；李尔在雨中控诉儿女的忘恩，弄人则一面规劝李尔避雨，一面戏谑地描绘包含在李尔控诉里的痛苦；李尔在疯狂的临界处想起了弄人，意识到他与这唯一的知音所遭受的折磨，弄人则用《第十二夜》里费斯特所唱的《朝朝雨雨呀又风风》引出了李尔心中对于自己从前愚蠢的悔恨。可以说正是接受弄人那种奇诡又非常人的思想方式使得李尔有可能在面对虐待时采取别样的思路，进而一步步接近崩溃接近疯狂，也更接近真理与另一种形式的清醒。暴风雨中，李尔的正常意识已经彻底崩溃，但同时引发他站上高处俯视并悲悯众生的高度理性也彻底苏醒。这正是《诱人的傻瓜》所说的，“一个清醒的李尔复活在疯狂的李尔身上”
。
由于弄人在场上的主要作用就是点醒李尔。那么在李尔以精神崩溃的方式走向清醒之后，弄人的任务便算是完成了。在第三幕第六场过后，弄人作为陪伴引导李尔的角色逐步让位于爱德伽，从此离开这部剧的舞台。
4、 爱的双重化身：弄人与考狄利娅

提到《李尔王》中真正爱戴李尔的人物，我们最先想到的永远是考狄利娅。她对于父亲的敬爱是不言而喻的，无法也无需用言语传达给他人。她可说是莎氏笔下最让人喜爱的女性角色之一。而我们已经了解到，弄人同样对李尔抱有真诚且不计回报的爱，这种胜似父子之情的爱正是弄人坚定追随李尔，与之共同受难的基础。另外在弄人出场之前，我们就已知道他为考狄利娅的离去而不乐。这些足以引起我们猜测，弄人与考狄利娅之间可能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弄人和考狄利娅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地相像。从品格上来说，两人都表现出真诚、朴实、善良、忠诚，以及奉献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是两人所共同分享的。不同的地方在于，弄人的奉献与牺牲表现为不断用滑稽的言语点醒李尔，并紧随李尔一同受难，在思想上与之达到共鸣；考狄利娅始终对李尔表达了完全没有虚伪的敬爱，在李尔落难之后更率领军队解救父亲，直至战败而成为阶下囚。对于两人来说，其自身的悲剧命运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但是为了保护和拯救李尔，二人的行为又几乎同样的义无反顾。综合前面的论述来看，弄人与考狄利娅这样做的动机，都是出自无所保留的亲情或者类似亲情的关爱与同情，即都是对于李尔真挚无私的爱——从这点上来说，两个人物在本质上是彼此相通的。正是这样的心理决定了他们自我牺牲的行为。他们的行为与高纳里尔等人的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象征着真正的爱与奉献。从内在因素来说，他们也是最能接近李尔，理解李尔的人。以他们为中心，凝聚了肯特、葛罗斯特、爱德伽、奥本尼等人物。这些人物集合起来，代表了剧中正义的一方。
关于本剧在舞台演出方面的一些信息，也为我们提示了弄人与考狄利娅之间的联系。弄人从第一幕第四场出场，直到第三幕第六场结束才最后隐去；考狄利娅则出现在弄人首次登场前和最后一次离场之后，两人的戏份没有任何的冲突。另一方面，不论两个人的最终目的是否达到，他们在剧中的任务都得以完成，各自形象均十分完整。《莎士比亚名称辞典》提到坊间流传的关于阿尔明同时扮演弄人与考狄利娅两角的传说：
 “一个极为有趣的传说提到，阿尔明可能同时出演了弄人和考狄利娅。他们并不同时出现在舞台上，且李尔在剧作的后段将他的女儿比作了弄人。果真如此的话，已经是当时最出名演员之一的阿尔明，也将名列其中最杰出者。尽管现代戏剧观众难以理解初期剧作中男孩如何令人信服地扮演女性角色（而且事实如此），一个与上述理论相反的观点认为，除非经常扮演女性角色，否则阿尔明扮演的考狄利娅会太过容易被认出，而（他经常出演女性角色）这一点至今尚未被证实。”

《诱人的傻瓜》中同样提出了关于弄人与考狄利娅是由同一个演员扮演的猜测。且不论这种传说是否属实，但无疑暗示了二人不仅在情节设置上，也在内在精神上有着大量相通之处，否则不可能产生这种一人分饰二角的推论。
更加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如同上述引文所提到的，李尔全剧临近结尾处抱着考狄利娅的尸体，在恸哭中哀号道：“我的可怜的傻瓜给他们缢死了！（And my poor fool is hanged!）”
李尔口中的“傻瓜”显然是指考狄利娅。英语中的fool，所表达的“傻瓜”含义带有某种喜爱的色彩，在使用的同时也可以表达怜爱的感情。朱生豪先生的译本直译了这句，而在其他中译本中，就有把这句中的fool意译为“宝贝”的。如孙大雨先生的译本里就把这句话译为：“我这可怜的小宝贝给他们绞死了！”
梁实秋先生的译本也是如此。弄人的结局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此处李尔对考狄利娅的呼唤也不妨理解为对弄人的呼唤——两人的形象至此已经合而为一。这仍旧是与两人对李尔共同的爱分不开的。弄人和考狄利娅正是对于李尔的爱的两种不同化身，这个化身自始至终陪伴在李尔的左右，保护着他，并且从未离开。考狄利娅的死同样能看作弄人的死，象征着这种爱毫无保留的、彻底的自我牺牲。
5、 含泪的嘲弄者
弄人的身上充满了对李尔的爱，这种爱又是通过弄人紧随李尔的行为，以及他信手拈来的那些一针见血又滑稽可笑的话语一次又一次表现出来的。弄人的逗笑是李尔走向警醒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当观众看到弄人在台上说着他那些貌似荒诞不经的笑话时，也还都会受到其感染而发出笑声。然而细细品味弄人的话，并且与之前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小丑——如试金石等人——的话加以对比，便可以发现其中的不同特点。从处境上来说，试金石等小丑并没有处在弄人那种压抑和充满磨难的环境当中，因而决定了弄人的逗笑自然会带上压抑而痛苦的色彩，这种色彩在之前的喜剧往往并不具有或只有很淡。弄人对李尔抱怨自己无法在后者面前说谎的情景，在《李尔王》以前的喜剧那些轻快抒情的氛围里就不可能出现。试金石们从不需为别人不理解自己的用意而苦恼。
弄人说话的目的性总是非常地强，同样是逗笑，他的话几乎从不离开对高纳里尔和里根等人的批评，话题远比其他剧中的小丑集中。尽管我们也能看到，弄人仍然没有与主体情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许多地方甚至可以直接略去弄人而不影响情节的完整性。但是弄人这个角色还是有其存在的必要的。不仅因为弄人对点醒李尔有重要作用，也正是他的思维方式使李尔在走向疯狂的同时走向清醒。两种状态在李尔身上达到了统一，也正是这种状态加重了李尔身上的悲剧色彩，使其具有了不朽的艺术价值。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弄人自身也就必然有其悲剧的因素。这种悲剧的因素，仍旧是弄人对李尔的爱，而这种爱则来自于弄人自身的信念。弄人心中始终相信道义和公理，并且有着善良的天性和发自内心的同情心。这些基本的品质造就了他对李尔的同情，使他“过于执着、痴迷”
，及至为了李尔不惜牺牲自己。这为弄人赋予了悲剧性，延伸到李尔的身上，则进一步加深了李尔的悲剧色彩。弄人是一个嘲弄者，但由于身上强烈的悲剧性，他的嘲弄不可避免地蕴含了眼泪。

《李尔王》之前的莎剧中，与弄人形象同类型的角色还有试金石、费斯特、忒耳西忒斯和拉瓦契。他们的性格大同小异。其中，试金石乐天而世俗，费斯特也乐天，但性格里已经包含了忧愁；忒耳西忒斯恶毒、尖刻而且辛辣，恨世中含有知音难觅的无奈；拉瓦契同样厌世，但性格转向了善良和富有同情心。这四个人物所属的戏剧在创作顺序上正是：《皆大欢喜》（约1599年）、《第十二夜》（约1600年）、《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约1602年）、《终成眷属》（约1602年）。综合起来可以看见，四个小丑的性格有着一条清晰的、前后相继的脉络，这条脉络与四部剧作的创作顺序亦步亦趋。这四个小丑都是出现在喜剧作品中，但弄人却是第一个，并且是唯一出现在悲剧作品中的宫廷小丑形象
。与四个小丑相比，弄人的性格依然善良而且有正义感，但有了其他小丑所不具备的牺牲精神。试金石们的调笑可以带给观众真实的笑和快乐，弄人的笑却是含泪的。现实的处境让弄人能够站到更高的平台上观察世界，因而也可能达到更加深刻的认识。他在剧中自有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不仅不妨碍他进行思考，甚至给他提供了更大的自由来表达这些思考的结果。尽管他并没有忘记逗笑的职责，弄人在剧中却不仅仅是逗观众发笑的。正如柯勒律治在《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中说：“弄人并不是逗低级观众发笑的滑稽角色——并不是莎士比亚的天才对于观众口味的勉强俯就。诗人为介绍这个人物做好准备，使他跟全剧的悲怆性生动地联系起来，他的一般小丑和弄人从来不是这样的。这个弄人像卡力班一样是个奇妙的创造；他的粗野的唠叨，富有灵感的痴愚，明白地衬托出这一场戏的恐惧。”

我们不能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加上弄人在内，人物设置中有宫廷小丑角色的剧作全都出现在莎士比亚创作的悲剧时期
。另一方面在悲剧时期的作品中，几乎每部作品都会出现类似的丑角形象。这一时期是莎士比亚进一步认识到人文主义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发展弊病，对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产生怀疑并陷入痛苦思索的时期。这种思索具体地体现在这几年的创作之中，产生了从爱情、伦理、权力等层面反思人文主义的或是展现人性阴暗面的崇高的艺术形象，如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麦克白等等。而在这些巨人的身边，弄人们以另一种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对人文主义的反思。他们总是保持一种置身事外的姿态，从不真正参与任何的事件，但是对这些事件永远保持高度的清醒认识。同时，特殊的职业身份为他们赋予了有限的话语自由，使得他们可以大胆地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这些清醒认识和深刻思想。这种方式就是嘲讽。喜剧里的小丑为我们在欢乐的盛宴中端上了一道清凉沁醒的餐间小吃，为我们提供跳出剧情换一种方式思考的机会。到了《李尔王》中，弄人则为观众在阴云惨淡的悲剧氛围中带进了一丝欢乐的阳光，但这种阳光由于被黑云所包围也不可避免地光芒黯淡。他嘲弄这个世界，嘲弄李尔的愚蠢轻信，更讥讽高纳里尔们的无耻忘恩。这些嘲弄给我们送来了短暂的欢笑，然而透过这欢笑，我们看到了藏身在滑稽后面的几滴清泪，也因为感受到了这隐蔽在表面的滑稽之下的痛苦及悲悯而震动。他们与哈姆莱特之类的莎氏主角们不是同一类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活跃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人物长廊间，从不有意引起我们的关注，但是绝不该被我们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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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J. Madison Davis & A. Daniel Frankforter, the Shakespeare Name Dictionary,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 1995, P170.


� [法]让·诺安著，果永毅、许崇山译，《笑的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86.11。


� 如普劳图斯笔下的奴隶普瑟多乌斯，见[法]让·诺安著，果永毅、许崇山译，《笑的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86.11，P122-123。


� [英]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编，《牛津英国文学辞典》（第六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1，P1059。[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6th Edition), edited by M. Drabb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0, P1059]


� 同上。


� 莎氏在《哈姆莱特》中对此有过一番著名的论述，见第二幕第二场。


� 详见J. Madison Davis & A. Daniel Frankforter, the Shakespeare Name Dictionary,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 1995, P102，词条clown。


� 1838年，麦克莱德才上演了一个清除塔特影响的重写本，恢复了原作的所有人物，由一个女演员饰演弄人；1845年塞缪尔·费尔普斯上演的《李尔王》中，弄人由男演员饰演。关于弄人一角在演出中的恢复，见：张泗洋、徐斌、张晓阳著，《莎士比亚引论》，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4，429。


� 第一幕第四场。


� 同上。


� 同上。


� 同上。


� 第一幕第四场。


� 易红霞著，《诱人的傻瓜：莎剧中的职业小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P167。


� 第一幕第五场。


� 第一幕第四场。


� 易红霞著，《诱人的傻瓜：莎剧中的职业小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P165。


� 第一幕第五场。


� 第一幕第四场。


� 第一幕第五场。


� 第三幕第二场。


� 第四幕第六场。


� 易红霞著，《诱人的傻瓜：莎剧中的职业小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P174。


� 易红霞著，《诱人的傻瓜：莎剧中的职业小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P179。


� 同上。


� J. Madison Davis & A. Daniel Frankforter, the Shakespeare Name Dictionary,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 1995, P171.


� 第五幕第三场。


� [英]威廉·莎士比亚著，孙大雨译，《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8，P420。


� 易红霞著，《诱人的傻瓜：莎剧中的职业小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P279。


� 其后的几部悲剧中虽然也有小丑出现，但是身份均非宫廷弄臣，戏份也过少，可略去不谈。


� [德]歌德等著，张可、元化译，《读莎士比亚》，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P200-201。


� 《皆大欢喜》与《第十二夜》虽然都在《哈姆莱特》之前，但是由于时间上，以及在思想内容上与后面剧作的紧密联系，并且由于之前有悲剧《裘里斯·凯撒》，也有学者把这两部剧划入悲剧时期的作品中，如梁实秋。在此仍把两剧视为喜剧时期的作品，但基于上述理由，称五部剧作都集中于悲剧时期也不失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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